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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改善了么？ 
——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角度的分析 

 

解恩泽 余淼杰* 

摘要：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劳资收入

分配作为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分配，是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

本文利用 2007 年-2016 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准

确估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

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 44%分配给劳动者。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越低；（2）新世纪后危机时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水平

和异质性均在下降，表明劳资收入分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本文进一步佐证了马

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即劳资市场势力的强弱对比决定了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

分配。在政策制定上，本文建议加强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垄断行为的规制、增强劳动力在

职业和地域上的流动性，同时从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增强要素市场的竞争中性。通过改善劳资收入分配，最终实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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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n 

Manufacturing Firms Improved?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Abstract: A rational and orderly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inal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strength of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deter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revenue between firms and their workers, and is a key factor in 

understandi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s. This paper estimates manufacturing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using the China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6 to 

accurately estimate and analyze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We find that: (1) Chinese firms 

possess 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in the labor market. On average, 44% of  the value created by 

workers is distributed to workers. The higher the monopsony power, the lower the labor share 

within firms; (2) In the post-crisis period of  the new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level and heterogeneity of  

firms' labor market power experienced a decline, indica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is gradually balanced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has been improved. 

Our paper provides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of  Marx's surplus value theory, that is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 valu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s determined by their market power in 

the labor market. Our paper advocates for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s on monopolistic 

behaviors of  firms in the labor market, enhancing the mobility of  labor in terms of  both 

occupation and location, while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sting them from social functions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 

neutrality of  factor markets. By improv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China can ultimately liberate and foster productivity. 

 

Keywords: Labor Market Power; Markdown; Labor Income Share; Surplus Valu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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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企业劳资收入分配改善了么？ 
——来自劳动力市场竞争性角度的分析 

 

摘要：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劳资收入

分配作为初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强弱，决定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的分配，是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

本文利用 2007 年-2016 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对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准

确估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

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 44%分配给劳动者。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越低；（2）新世纪后危机时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水平

和异质性均在下降，表明劳资收入分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本文进一步佐证了马

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即劳资市场势力的强弱对比决定了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

分配。在政策制定上，本文建议加强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垄断行为的规制、增强劳动力在

职业和地域上的流动性，同时从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增强要素市场的竞争中性。通过改善劳资收入分配，最终实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 成本减价 劳动收入份额 剩余价值理论 

 

 

一、 引言 

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性要求。初次分配，即生产

成果在劳动、资本、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之间按照各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程度进行分配的

过程，对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发挥决定性作用（孙豪和曹肖烨，2022）。在初次分配中，收

入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性

收入被压低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并导致一系列长期经济失衡问题。例如：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业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

GDP 比重下降和不可持续的“出口导向+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等（陈斌开和陆铭, 

2016；汪伟等，2013；钞小静和镰园梅，2019；邹薇和袁飞兰，2018）。进一步地，不公平

的收入分配可能导致劳资矛盾冲突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成为催生社会矛盾和危害社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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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潜在因素（夏小林, 2004；申广军和张川川，2016）。因此，劳资收入分配改善将从不

同的角度影响经济发展，是提振消费需求、化解产能过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劳资收入分配改善增加了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从而实现

扩大内需，更好地消化产能；另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对工作的满意度、积极性和劳动强度，

形成正向循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制造业企业的劳资收入分配的改善，也有利于吸

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制造业就业，实现企业从低端过剩产能向技术密集型的价值链高附加

值环节转型，推动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劳资收入分配的改善

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为持续吸引和

扩大投资提供了良好的预期。 

这一现象也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充分反映在近年来党和政府的文件中（表 1）。

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占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同步增长，同时防止市场垄断。① 

表 1  近年来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劳动收入份额和反垄断的重要表述 

报告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 

十八大报告 2012年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

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2014年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

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十九大报告 2017年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

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2019年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

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

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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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意见 

2021年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完善要素参与分

配政策制度…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十大报告 2022年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劳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近年来，各国广泛存在的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工资增长的停滞（Gould, 2014）和拥有垄断地

位和较强市场势力的超大型企业的崛起（Autor等, 2017; De Loecker等, 2020）引起了学术

界和政策界的广泛重视。事实上，即使是和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也

不尽如人意。在过去近 20年中，中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长在波动中上升，且始终明显高于其

他金砖国家（图 1左）。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0年-2010年间反而呈下降趋势，2010

年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截至 2019年末这一指标仍未完全恢复到 2000年年初水平（图 1

右）。这背后可能反映了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以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的潜在变

化（柏培文和杨志才, 2019；刘亚琳等，2022）。研究表明，当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拥有市场

势力时，即企业相对于劳动者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时，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和吸纳的就业规

模降低，企业将更多地进行利润留成，劳动收入份额将会下降（Manning, 2003；Manning, 

2021；汪伟，2013）。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

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图 1   金砖国家劳动工作时间和劳动收入份额 

数据来源：Peen World Table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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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者的生产贡献是否匹配？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

长是否匹配？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水平、变化及其性质如何？这些既是劳动经

济学所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又是厘清收入分配、探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和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同时，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平衡好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收入分配格局中，初次分配基于市场机制，再分配则基于政府机制。研

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市场势力的强弱和其影响下的收入分配，将通过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

市场竞争不充分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 

研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之一是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衡量。② 由于

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无法直接通过数据得到，因此通过已有的微观数据来进行推算成为现

有研究的主要方法。结合 Brooks 等（2021）的理论框架和Gandhi 等（2020）的总产出生

产函数估计方法，本文采用工资减价（markdown）水平来衡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工

资减价水平是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与工资的比值，这一比值超过 1的程度越高，企业在劳动

力市场的市场势力就越强。 

基于 2007-2016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NTSD），对中国

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估计的主要发现如下：（1）制造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存

在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 44%分配给劳动者。企业的

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2）与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关系和劳动收

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一致，制造业企业整体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 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劳资

双方的议价能力逐渐平衡。具体而言，企业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

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的主要来源，贡献为 101.44%。新进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则相对较

高，贡献为-12.10%。退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相对也较高，贡献为 10.65%。特别地，劳

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在 2010 年后表现尤为明显，这与文献中中国在 2010 年前后跨过刘易

斯拐点的发现是一致的（蔡昉, 2010）。同时，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在 2007年之后也呈

现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3）不同行业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存在

显著差异，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低，医药制造、专用

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则较高。除行业异质性外，企业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市场势力还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较低，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则较高。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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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最高，外资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从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来

看，出口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相比非出口企业较低，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

力相比非加工贸易企业较低。（4）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业的产出规模、资本密集度和

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在生产链位置的上游程度、研发密度、工会经费支出和生产率

则呈现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提出了更为准确和可行的企业劳动

力市场势力的估计方法。现有研究的测度方法或存在一定的识别上的问题和限制，或对数据

的要求较高。例如，Brooks 等（2021）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

场势力进行了估计，证明了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且其会降低工资和劳动

收入份额。但其需要使用 Ackerberg 等（2015）来估计生产函数，这一方法无法准确识别

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因此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估计也存在偏差。这一问题在其他估

计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文章中也同样存在（盛丹和陆毅, 2016; 盛丹和陆毅, 

2017；谢申祥等, 2019; 简泽等, 2016）。赵伟光和李凯（2020）探究了产品市场势力、劳动

力市场势力和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估计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弹性

进而衡量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但这一方法需要寻找工资的工具变量或对工资的外生需求

冲击，这些变量的可得性往往较差。也有一少部分文献通过随机前沿方法衡量劳资双方在劳

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莫旋等, 2017; 刘长庚等, 2014）。本文在 Brooks 等（2021）的基础

上，使用 Gandhi 等（2020）的方法估计总产出生产函数。一方面，这一方法解决了中间

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不能准确识别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一方法允许同一行业内生产要素的

投入产出弹性随企业和时间发生变化，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在劳动力市场势力上的异质性

（余淼杰和解恩泽，2023a）。此外，本文的方法不需要寻找工资的工具变量或对工资的外

生需求冲击，对数据的要求更低，方法的适用性更强。 

其次，本文填补了研究中国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特征事实及其性质和演化发展的文献空

白。现有研究更多的关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同时，这些研究侧重于探究其他经济变量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

或从侧面证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尚无文献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本身的测度、性

质、变化趋势、变化的分解及其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一些文

献探究了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制、出口贸易、贸易自由化和反垄断等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

力的影响（赵伟光等, 2022; 盛丹和陆毅, 2016; 盛丹和陆毅, 2017; 盛丹, 2013；余淼杰和解

恩泽，2023b）。都阳和曲玥（2009）的研究指出 2000-2007年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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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盛斌和郝碧榕（2021）指出，市场集中程度越高，企业的产品加成

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则越低。③ 另一部分文献支持工资的增长率滞后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即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其对生产的贡献的增长速度

（邹薇和袁飞兰，2018；韩雷等，2023）。本文使用税收调查数据对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

场势力进行准确估计，并对其性质和变化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

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 

最后，本文从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补充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收入分配是

非常重要的政策议题，其中，劳动收入份额又是初次分配的核心指标。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

决定因素复杂。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的综述如刘亚琳等（2022）、罗

长远（2008）、周明海等（2010）。相关综述表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低受到经济结构

（如三大产业占比的变化或二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全球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制

度性因素等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此外，周明海等（2010）指出，产品市场竞争

程度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刘亚琳等（2022）进一步强调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和劳动者

相对资本的谈判能力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如伯培文和杨志才（2019）

使用省际面板数据证明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呈现正相关，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可

以解释占比波动的 10.10%。本文正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和不平衡的劳资议价能

力分配为切入点，使用更微观的企业层面数据和前沿的测度方法，为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较

低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纬度。同时，本文对劳动经济学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联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议价能力的强弱将影

响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规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将使得劳动者的工资回归劳动者

对生产的贡献，实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初次分配的政策目标。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定义、来源、实证

中的衡量方法。第三部分展示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和详细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衡量方法，并

强调了本文数据和方法相比文献的优势。第四部分利用测算得到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

场势力，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其在 2007 年-2016 年间的性质和变化等。第五部分分析了劳动

力市场企业买方垄断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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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定义、来源和测度 

（一） 定义 

当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企业会面临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供

给弹性无穷大。此时企业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只要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低于市场

均衡水平，企业的所有员工会瞬间流失。然而，这在现实中并不成立。当企业削减其支付给

员工的工资时，其并不会瞬间失去所有雇员，而是会面临更高的离职率和招聘难度，这意味

着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并不是水平的，而是有限弹性的（Manning, 2003）。 

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摩擦，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

上拥有市场势力，即具有设定和改变工资的能力。这具体表现为企业面临一条向上倾斜的劳

动供给曲线，当企业额外雇佣一单位劳动力时，企业不仅需要为这个额外的劳动者支付更高

的工资，同时还需要给现有的劳动者提高工资水平。如式（1）所示，我们以一个以劳动为

唯一生产要素的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例进行说明（Manning, 2003）： 

max
!
𝜋 = 𝑅(𝐿) −𝑊𝐿 = 𝑃𝑄(𝐿) −𝑊𝐿	 (1) 

 其中，𝜋表示利润，𝐿表示劳动要素，𝑅表示企业的收入，𝑃和𝑄分别表示产品价格和产

量，𝑊表示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为简化分析，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产品

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当劳动力市场同样完全竞争时，如式（1）所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

上也是价格接受者，工资对企业而言是外生的。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𝑀𝑅𝑃𝐿 ≡ 𝑀𝐿𝐶 = 𝑅"(𝐿) = 𝑊 (2) 

 此时工资等于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labor, MRPL）。当劳

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企业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具备设定工资的能力，

此时企业所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及其一阶条件将分别如式（3）和式（4）所示： 

max
!
𝜋 = 𝑅(𝐿) −𝑊(𝐿)𝐿 = 𝑃𝑄(𝐿) −𝑊(𝐿)𝐿	 (3)

𝑀𝑅𝑃𝐿 ≡ 𝑀𝐿𝐶 = 𝑅"(𝐿) = 𝑊"(𝐿)𝐿 +𝑊(𝐿) (4)
 

 此时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marginal labor cost, MLC）由两部分组成，支付给新员工的

工资（𝑊）和将工资涨幅支付给现有员工（𝑊"𝐿）。给定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递减，这意味

着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将会雇佣更少的劳动力并支付更低的工资，此时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

低于员工所创造的产值。如图 2所示，此时市场均衡工资𝑊#低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市场均

衡工资𝑊$，企业的雇佣人数𝐿#少于完全竞争情况下雇佣人数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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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图示 

式（4）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式（5）： 

𝑅"(𝐿) −𝑊
𝑊 =

1
𝜀!%

(5) 

 其中，𝜀!%表示劳动供给弹性。式（5）表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大小受到企业

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的影响，劳动供给弹性越大，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弱，企业压低

员工工资的能力越弱。当劳动力供给弹性无穷大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为零，劳动力市

场实现完全竞争。（Manning, 2003；Manning, 2011） 

（二）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来源 

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来源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1）劳动力市场存在搜寻成本、信

息摩擦和迁徙成本。劳动者在寻找和更换工作时需要付出时间和/或金钱（Burdett 和

Mortensen, 1998）。因此，搜寻成本和转换工作的成本将会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从而赋予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2）工作的水平差异化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偏好（Langella和Manning, 

2021; Card等, 2018）。劳动者在求职时，并非仅仅关注工作的工资，而是对其他非货币特征

如通勤成本、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企业文化、工作的稳定性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同样存在特

异性的偏好（Sullivan 和 To, 2014）。此时，不同的工作之间并非是完全替代的，劳动者的

外部选择受限，企业面临有限的劳动供给弹性，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3）特

定的人力资本（Bachmann等, 2022; Rubens, 2022）。当人力资本具有特定性时，更换工作

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损失，因而降低了劳动者更换工作的激励，从而赋予企业劳动力市场势

力。 

（三） 现有文献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衡量 

1. 直接测量 

如式（5）所示，我们可以从等式左右两侧来直接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进行

衡量。第一种方法是比较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和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然而企业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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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产值在现实中无法直接观测，因此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一定的假设，通过模

型将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转化为可以在数据中观测或可以通过数据估计得到的变量，最终估

计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这一方法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具体而言包括探究企业

的边际劳动产值和工资之间的比值（Brooks 等, 2021; Caselli 等, 2021; Kondo 等, 2022; 

MacKenzie, 2021）或差值（Mertens, 2020）。本文的估计方法亦属于此类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证明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是有限的（Azar 等, 2022; Ransom 和

Sims, 2010），这种方法的难点在于寻找内生的工资的工具变量或影响工资水平的外生需求

冲击。Sokolova 和 Sorensen（2021）提供了估计劳动供给弹性文献的荟萃分析，研究表明

美国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在 1.21-4.29之间，均值水平在 3.75左右。Naidu 等（2018）

对相关文献的总结指出劳动供给弹性在 1-5之间。 

2. 间接证据 

间接证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的方式包括：（1）揭示劳动力市场集中程度和工资

或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Azar等, 2020; Benmelech等, 2020; Berger等, 2022）。

（2）当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企业没有激励给员工提供通用型培训（general training）。

因此，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通用型培训表明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Acemoglu, 1997; 

Acemoglu和 Pischke, 1998; Booth和 Zoega 2008）。（3）当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最低工

资将会降低就业。当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最低工资对就业可能没有影响或表现为促进

就业（Azar等, 2019; Soundararajan, 2019）。（4）企业之间的并购和串谋会降低劳动者的工

资，增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Kim等, 2021）。 

 

三、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估计 

（一） 数据和处理 

1. 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 

本文的主要数据为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这一数据由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收集整理，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7 年到 2016 年。这一数据覆盖了所

有地区和部门，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经营信息等。这一数据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行为研

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iu和Mao, 2019; Brandt等, 2023; Chen等，2023; Chen等，2021；

尹恒等，2023）。本文利用该数据对企业的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估计，并探究其

他经济变量和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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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中另一研究中国问题常用的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 ASIF）相比，税收调查数据具备如下优势：（1）时效性更强，能

够反映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最新情况。（2）由于存在额外的数据检查和填报监

督等机制，同时数据填报电子化、程序化，税收调查数据的质量更高，填报错误和谎报的问

题相对较少（Liu和Mao, 2019）。Brandt等（2023）指出，2007年之后的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在一些关键变量的值上存在虚报，同时部分统计变量缺失或错误。在本文的样本期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大量关键变量缺失（附录一），使得我们无法对总产出生产函数进行

准确估计。（3）税收调查数据所调查的企业生产经营信息更为丰富。（4）税收调查数据的企

业包括重点企业和抽样企业，不存在对于企业规模的限制。这有利于我们探究企业规模和企

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调查对象则为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

上的民营企业，存在选择偏差。④ 

尽管税收调查数据质量相对较高，但仍可能存在数据错误，我们参考文献对数据进行了

如下的清理：（1）为使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China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CIC）跨年

可比，我们将行业代码统一调整成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11版标准（Liu和Mao, 2019）。（2）

删去非生产性企业，包括贸易中介、批发零售型企业和货运代理企业等（Ahn 等, 2011; 

Bernard等, 2010）。⑤ 这部分企业并不生产，而是更多地承担分销和物流的功能，因此并不

适用于估计生产函数（杨汝岱, 2015）。（3）删除了关键财务指标、生产指标和成立时间等

指标缺失或有误的企业（Brandt等, 2012; Brandt等, 2014）。（4）仅保留可以准确定义和估

计生产函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由于样本观测过少，本文剔除了“烟草业”（CIC2:16）⑥、“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CIC2:25）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CIC2: 43）。此外，

由于生产函数估计是在 CIC2位码行业进行的，即假设相同行业内的企业的生产模式较为相

似。因此，本文剔除了“其他制造业”（CIC2:41）。本文最终样本的总观测值的数量为 1,040,796

个，涵盖 413,484家企业。 

2. 投入产出数据 

为计算中间投入的价格平减指数以及衡量企业在生产链上的位置，本文还需使用部门间

的投入产出表。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⑦ 

（二） 企业生产函数及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估计 

1. 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的衡量方法 

参考 Brooks 等（2021），本文使用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减价水平来度量企业劳动

力市场势力。相比其他刻画企业市场势力的方法，本方法具备如下两方面的优势：（1）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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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控制方程方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来解决生产函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从

而准确估计不同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其他直接估计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弹性的方法则

需要为工资寻找企业层面的工具变量或外生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这在实证研究中并不总是可

得的。（2）这一方法较为灵活，不需要对市场竞争环境做过多具体的假设（De Loecker 和

Warzynski, 2012）。同时对数据的要求较低，企业层面的数据仅需包括企业的产出和要素投

入信息即可。估计企业层面的劳动力供给弹性的方法则往往需要雇员雇主匹配数据或职位数

据，这一数据在中国实证研究中基本不可得。 

如式（6）所示，工资减价是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与工资的比值。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

争的情况下，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等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产值，工资减价为 1。当劳动

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少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产值，工资减价大于

1。工资减价的值越大表明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企业降低工资的能力越强。相

应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降低。 

𝑀𝐷 =
𝑀𝑅𝑃𝐿
𝑊 =

𝑀𝐶 ∗ 𝑀𝑃𝐿
𝑊

(6) 

其中，𝑀𝐷（markdown）表示企业的工资减价水平，𝑀𝑅𝑃𝐿是企业的边际劳动产值，𝑀𝐶

（marginal cost）是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𝑀𝑃𝐿（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是企业的边际

劳动产出（量），𝑊是劳动者的工资。Brooks 等（2021）允许企业同时在产出市场和投入要

素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通过求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并化简，可以得到式（7）： 

𝜇&' =
𝜕 ln(𝑌&)
𝜕ln	(𝑋&')

/
𝑄&'𝑋&'
𝑃&𝑌&

= 𝑀𝐷&' × 𝜇& (7) 

其中𝑌表示企业𝑖的产出，𝑋表示企业的投入，𝑄表示投入品的价格，𝑃表示产出的价格；

下标𝑛表示企业的投入要素种类，如资本（𝐾）、劳动（𝐿）、中间投入（𝑀）等。𝜇&'表示以

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方法定义的企业𝑖在投入要素𝑛上的垄断加成，𝜇&表示企业

在产品市场上的实际垄断加成水平。式（7）显示，当企业在投入要素市场上也拥有市场势

力时，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所定义的投入要素𝑛的垄断加成，实际上是企业在

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加成（𝜇&）和企业在投入要素𝑛上的成本减价（𝑀𝐷&'）的乘积。 

Brooks 等（2021）进一步假设企业在中间投入市场上没有市场势力（即𝑀𝐷&( = 1），

这是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结构的常用假设（Brooks等，2021；Dobbelaere等，2015；Mertens，

2020；Pham，2023；Halpern等，2012）。⑧附录四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由于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市场势力是一定的，并不随投入要素而变化，因此本文可以根

据式（8），将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方法基于劳动力计算的垄断加成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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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间投入计算的垄断加成作比，从而消掉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市场势力𝜇&，得到对企业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减价的衡量。⑨ 

𝜇&!
𝜇&(

=
𝑀𝐷&! × 𝜇&
𝑀𝐷&( × 𝜇&

= 𝑀𝐷&!	 (8) 

 最终，根据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其定义的投入要素𝑛的垄断加成𝜇&'为该

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与该要素的成本份额的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工资减价表示为： 

𝑀𝐷&!	 =
𝜇&!
𝜇&(

=
𝛽&!/𝛼&!
𝛽&(/𝛼&(

(9) 

其中，𝛼&!和𝛼&(表示企业在劳动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上的支出占总产值的份额，在数据

中可以直接观测；𝛽&!和𝛽&(表示企业𝑖的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通过对总产出生

产函数进行估计得到。 

2. 企业生产函数的估计 

由于计算工资减价需要用到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因此需要估计总产出生产函数。

由于存在不可观测的生产率，直接对生产函数进行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回归来估

计生产函数将会产生联立方程偏差和样本选择（Ackerberg等, 2007），进而导致投入产出弹

性的估计产生偏误。文献中较常采用 Ackerberg 等（2015）（后简称 ACF）对生产函数进行

估计，但 Gandhi 等（2020）（后简称 GNR）指出，除非有企业层面可得的投入和产出的

价格信息，否则 Ackerberg 等（2015）将无法识别企业的中间投入产出弹性。⑩ 为解决这

一问题，Gandhi 等（2020）指出，企业的生产函数和中间投入需求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

是存在如式（10）所示的交叉方程限制，因此可以通过求解企业的中间投入需求函数后，根

据式（10）进一步求解企业的生产函数。 

L
𝜕

𝜕𝑚)*
𝑓O𝑘)* , 𝑙)* , 𝑚)*S𝑑𝑚 = 𝑓O𝑘)* , 𝑙)* , 𝑚)*S +

#!"

#+,!",.!"/
𝒞O𝑘)* , 𝑙)*S (10) 

 其中， 𝑦, 𝑘, 𝑙,𝑚分别指企业的产量、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中间投入的数量的对数。

具体而言，Gandhi等（2020）的第一阶段回归为： 

𝑠&* = 𝑙𝑛𝜅 + 𝑙𝑛 Z
𝜕

𝜕𝑚&*
𝑓(𝑘&* , 𝑙&* , 𝑚&*)[ − 𝜂&* (11) 

 其中，𝑠&* ≡ 𝑙𝑛[(𝑄&*𝑀&*)/(𝑃*𝑌&*)]，表示企业的中间投入占产出的份额的对数值，在数据

中可以直接观测得到。我们使用(𝑘&* , 𝑙&* , 𝑚&*)的多项式表示𝜕𝑓(𝑘&* , 𝑙&* , 𝑚&*)/𝜕𝑚&*。通过对式（11）

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对𝜕𝑓(𝑘&* , 𝑙&* , 𝑚&*)/𝜕𝑚&*的估计。求解𝜕𝑓(𝑘&* , 𝑙&* , 𝑚&*)/𝜕𝑚&*的原函数，可

以根据式（10）最终得到对生产函数的估计。 

本文采用 Gandhi 等（2020）的方法来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相比其他方法（代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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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法（Ackerberg等，2015；Olley和 Pakes，1996； Levinsohn和 Petrin，2003）、动态

面板方法或指数方法（Brandt等，2012），本文方法具有如下优势：（1）属于非参数估计方

法，未对生产函数形式进行假定。Gandhi等（2020）指出其方法在估计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超越对数形式和常替代弹性形式的生产函数上都表现良好。（2）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刻画更为

灵活，允许同行业内企业在各要素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上有异质性，能够更好地捕捉企业在

劳动力市场势力上的异质性（余淼杰和解恩泽，2023a）。（3）适用于总产出生产函数估计，

能够更准确的估计企业在中间投入上的投入产出弹性。（Brandt 等，2023；Pham，2023）；

（4）不依赖于外生的价格变化和企业层面的价格信息，对数据的要求较低。附录二指出，

Gandhi等（2020）和 Brooks等（2021）在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的形式上是兼容的。 

 由于上述出色的性质，近年来 Gandhi 等（2020）估计方法在估计生产函数的文献中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Pham, 2023；Brandt等，2023；Lu等，2019；Mo等，2021）。 

3. 中间投入、企业资本存量和价格指数 

税收调查数据并未汇报企业的中间投入，根据 Li 和 Lv（2021），我们使用生产成本减

去固定资产折旧和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后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中间投入。同时，税收调查数

据并不汇报企业的实际资本存量，而是汇报企业的固定资产购买原价的累计值。因此，本文

根据 Brandt 等（2012）的方法，估计了跨年可比的实际资本存量。这一方法在使用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Yu，2015；Brandt等，

2017；Liu和Mao，2019）。篇幅所限，本文仅对估计方法做简略介绍，参见附录三。 

生产函数估计中的产出、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都应当是数量（quantity）意义上的变

量，但是在微观数据中，企业通常只汇报劳动投入的数量变量，如雇员人数、雇员工作时间

等，而产出、中间投入和资本的数量变量通常难以得到，企业汇报的是其值（value）变量，

如产值、资本存量的账面价值、中间投入价值等。当产出和投入的价格数据可得时，我们可

以将产值和投入值转化为产量和投入量进行估计。然而，产出和投入价格数据往往缺失。通

常的做法是假设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面临的产出和投入的价格是相同的，从而使用行业层

面的价格平减指数将产出和投入的值变量转换为数量变量。 

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对名义变量进行调整。其中产出的价格平减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

的 CIC2位码的制造业各行业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中间投入的价格平减指数是根据

投入产出表对产出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加权构造得到的。固定资产的价格平减指数来自于国家

统计局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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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特征事实 

（一） 估计结果 

1. 参数估计结果 

表 2展示了 26个制造业行业的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11总体而言，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

在 0.07左右，劳动的投入产出弹性约为 0.19，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最高，为 0.74。本

文将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性之和定义为规模报酬系数（return to scale, RTS），

系数之和小于 1的行业定义为规模报酬递减，系数之和等于 1的定义为规模报酬不变，系数

之和大于 1的定义为规模报酬递增。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呈现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

其中，5个行业规模报酬递增，12个行业规模报酬不变，10个行业规模报酬递减。 

表 2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2位码行业的要素投入产出弹性 

CIC2 行业名称 总样本量 𝛽!  𝛽"  𝛽#  RTS 

13 农副食品加工 38,041 0.03 0.12 0.83 0.99 

14 食品制造 24,972 0.08 0.22 0.71 1.02 

15 饮料制造 16,397 0.19 0.36 0.54 1.09 

17 纺织 70,465 0.06 0.11 0.8 0.97 

18 服装鞋帽制造 65,718 0.05 0.25 0.69 0.99 

19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 27,821 0.03 0.2 0.78 1 

2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25,301 0.02 0.15 0.79 0.96 

21 家具制造 12,834 0.03 0.22 0.75 1 

22 造纸和纸制品 27,346 0.07 0.16 0.77 1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 21,078 0.12 0.25 0.65 1.03 

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14,406 0.04 0.26 0.7 1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82,781 0.1 0.13 0.76 0.99 

27 医药制造 25,396 0.14 0.31 0.62 1.07 

28 化学纤维制造 5,374 0.06 0.09 0.82 0.97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 80,042 0.07 0.17 0.75 1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 88,392 0.09 0.12 0.77 0.98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32,057 0.02 0.07 0.87 0.96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29,274 0.04 0.1 0.84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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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金属制品 79,005 0.08 0.19 0.73 1 

34 通用设备制造 114,095 0.09 0.22 0.69 1 

35 专用设备制造 63,921 0.09 0.24 0.67 1 

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73,003 0.07 0.23 0.72 1.02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70,474 0.05 0.18 0.76 1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65,037 0.07 0.24 0.7 1 

40 仪器仪表制造 17,859 0.08 0.26 0.65 0.99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4,859 0.08 0.14 0.78 1 

C 总样本 1,175,948 0.07 0.19 0.74 1.0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2.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演变 

参考杨汝岱（2015），本文将企业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加权平均来推断制造业整

体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水平。本文采取了工业总产值作为权重，并同时计算了中国整体的算术

平均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共计两种加总方式。制造业企业整体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水平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12 本文以企业总产值作为权重计算的整体劳动力市场势力作为基

准来分析其变化趋势，2007年-2016年间，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持续下降，从 2007

年的 2.92降低到 2016年到 1.47，降低了 49.66%。劳动力市场势力的降低速度波动较大，

在 0%-16%之间波动，降幅最大的年份为 2012 年（15.15%），降幅最小的年份为 2016 年

（0.05%）。 

此外，图 3显示，由于 Ackerberg 等（2015）方法无法准确识别企业的中间投入的投入

产出弹性，其相比Gandhi 等（2020）方法将高估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13 

劳动力市场势力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的可能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整体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劳工成本不断上涨，劳

动力超额供给的现象逐渐消失，在 2004 年前后甚至出现“用工荒”的现象。文献研究指出，

中国于 2010年前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10; 蔡昉和都阳, 2011）。杨继军（2015）

和蓝嘉俊等（2019）的研究也表明，受刘易斯拐点的影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呈

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刘亚琳等（2022）指出，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方式，中国的

劳动收入份额自 2007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这与图 3展示的企业整体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变

化也是一致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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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将会影响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国整体的生产效率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取决于生产要素是否在企业之间

有效配置。如果市场存在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将不利于一国整体的生产效率的提高（Hsieh

和 Klenow, 2009）。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并产生效率损失。当

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的分配将完全由企业的生产率所决定；当劳动

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的分配将因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而扭

曲，最终导致资源错配（Tortarolo和 Zarate, 2020; Xie等, 2023）。如图 4所示，中国制造

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自 2007 年以来逐年下降，在 2016 年略有上升。同时，

正如前文指出的，相比 Ackerberg 等（2015）方法，Gandhi 等（2020）方法的一大优势在

于允许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可以随企业和时间变化，因而能够更灵活地反

映出企业的市场势力的异质性。图 4 显示，使用 Ackerberg 等（2015）估计得到的劳动力

市场势力将对其异质性，即资源错配的程度产生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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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异质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特征事实 

1. 分行业情况—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 

图5展示了使用企业的总产值作为权重计算的分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平

均水平。平均而言，各制造业行业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均大于 1，表明企业拥有压低工

资的能力。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纺织、服装鞋帽、木材加工、皮革等劳动密集型

行业劳动力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因此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最低。饮料制造、医药制造和专

用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最高。 

 

图 5  不同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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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地区情况—内陆地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 

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竞争水平和营商环境上都存在差异，相比内陆地区，沿海地

区的对外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水平都比较高，营商环境也更为优渥。图 6展示了

根据企业总产值进行加权的不同地区的平均劳动力市场势力。结果表明，沿海等经济发达地

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较低，如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地；内陆地区及东北地区的企业

劳动力市场势力则较强，特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江西等地。15 韩雷等（2023）

探究了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的增长的同步程度在不同地区的表现。结果表

明，东部地区的同步程度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本文的结论是相呼应的。 

 

图 6  不同地区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3. 分所有制情况—民营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 

图 7展示了根据企业总产值进行加权平均的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平均劳动力市场势力。结

果表明，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最强，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次之，国有企业的劳

动力市场势力则最弱。此外，图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同所

有制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这背后可能反应了要素市场中性改革的

推进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下降，即不同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强度

和市场环境趋同，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程度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户

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而下降。 

 国有企业是一种相对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经营目标、外部环境和公司治理上与其它

所有制企业存在重大差别（陆正飞等，2012）。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具有如下特征：（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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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办社会），如医院、养老院、消防和教育等。

这些非货币特征是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重要来源。16（2）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决策自主性

受到限制，企业雇佣、裁员和工资水平更多地受到行政的限制而非基于市场竞争（Meng，

2012；Bai 等，2006）。（3）国有企业有一定的“稳就业”的政策性负担，其同时关注就业和

利润最大化（Bai 等，2006；Berkowitz 等，2017；Lu 等，2019）。（4）国有企业在资本和

土地等投入要素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优势（Chen 等，2019），在补贴、税收、信贷和土地

等上存在预算软约束（林毅夫等，2004）。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好的外部环境，其更有能力

支付高工资，同时其通过控制劳动力成本提升盈利水平的激励也较为有限。相比之下，非国

有企业由于竞争劣势更容易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况（陆正飞等，2012；赵伟光等，2022）。

（5）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21世纪初劳工保护迎来了发展的机遇，集体工资议价和工会是

其中的重要一环。集体工资议价聚合了劳动力的诉求，行成了利益共同体，增强了雇员面对

雇主的议价能力。国有企业由于其雇员的稳定性，集体工资议价的群众基础更牢固，能够发

挥作用的空间可能更大。同时，国有企业的工会力量相对较强，也有利于减轻劳动力价格的

负向扭曲（罗知和刘卫群，2018）。 

这些不同的特征对国有企业与雇员之间议价能力的分配的影响的方向是不同的，因此最

终国有企业相比其它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大小排序受到上述特征的综合影响。图

7显示，在样本期间，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大于外资企业也大于国有企业。根据这一

排序结果，我们推断国有企业的政策导向、工会和集体工资议价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抑

制作用可能高于其“办社会”职能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提升作用。附录五提供了对“国有

企业办社会”的详细介绍。 

此外，本文的发现与现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如詹宇波等（2012）指出，集体工资议价

对工资水平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大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盛丹和陆毅（2017）基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国有企业改制（转化为民营企业）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

能力。林令涛等（2019）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提

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但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陆正飞等（2012）使用上市公司

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员工人力资本等因素后，国有企业的职工

工资依然高于非国有企业。此外，还有部分文章指出国有企业及其行政性垄断具有鲜明的资

本价格偏低和劳动力价格偏高的特征（陈林等，2016；罗知和刘卫群，2018）。 

最后，本文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和其它企业下游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垄断行业高收入的

相关研究并不矛盾。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现象更多的表现在矿业、公用事业、信息传输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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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等，在处于生产链中游的制造业内则相对较弱。本文的研究对象则仅包括制造业企业，

同时对具有垄断性质的烟草行业进行了剔除。再者，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国有企业对劳动力

的市场势力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与现有文献中在控制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员工

收入更高的结论是一致的。17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同时能够对雇员安排和薪酬

调整做出独立决策，同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信贷约束等，需要对劳动力成本进行控制，因而

企业在工资决定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强压低工资的激励。罗长远和陈琳（2012）指

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由于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本的渠道受限，倾向于降低工资和劳动雇

佣，与图 7的发现也是一致的。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小于民营企业则可能是由于外资

企业受到国外的管理政策的影响，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有高的要求。同时，外资企业的融资

渠道更广泛，信贷约束相对较小。 

 

图 7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4. 分贸易和贸易类型情况—非出口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 

图 8展示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非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的情况。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相对较低。换言之，劳动力市场势力较高的

企业有更低的概率成为出口企业。这一发现与 Jha和 Rodriguez-Lopez（2021）、Cao等（2023）

和盛丹和陆毅（2016）一致。Jha 和 Rodriguez-Lopez（2021）指出，企业拥有劳动力市场

势力和企业的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一方面，由于企业拥有劳动力市场势力，其

可以压低生产成本，因此出口变的更加容易。另一方面，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高也会使

得企业的出口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陡峭且向上倾斜的，因此出

口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支付给国内员工的工资增加，降低了企业在国内产品市场的利润。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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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高时，第二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与出口

之间负相关。本文后续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减价的均值为 2.29（即劳动者仅

获取了其对生产的边际贡献的 44%），在同类研究的估计结果中处于较高水平。18 此外，

Eggar等（2022）也指出当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时，企业会选择通过外包

来降低国内的雇佣以避免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Cao等（2023）使用 1998-2007年的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的的企业的出口概率更

低。 

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则低于非加工贸易企业，与盛丹和陆毅（2016）则存在

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样本研究期间时效性更强，一般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逐渐攀升，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得到显著提升。19 

 

图 8  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化的动态分解 

前文的研究表明，2007年-2016年间，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整体处于下降的趋势。

企业的市场势力是和市场中的企业数目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存在大量企业进入退出的行业中

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也会相应的受到影响。为探讨这一下降原因，我们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

际两个角度以及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纬度来对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进行分解，并特别关注

企业动态对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化的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对每年的企业进行分组，将企业分为在位企业、新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

参考杨汝岱（2015）和尹恒等（2023），我们以上一年为基年来判断企业所在的组别。表 3

展示了每年的企业分组情况。20 整体而言，在位企业的数量和占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新进入企业的数量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退出企业的数量则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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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期间的制造业企业动态情况 

年份 在位企业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指标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2008 36,931 48.17%  36,868 48.08%  2,877 3.75% 

2009 59,227 50.71%  41,377 35.42%  16,202 13.87% 

2010 69,527 54.36%  36,488 28.53%  21,885 17.11% 

2011 72,923 57.37%  19,466 15.31%  34,717 27.31% 

2012 65,888 63.60%  13,823 13.34%  23,893 23.06% 

2013 41,113 41.46%  61,30 6.18%  51,913 52.35% 

2014 24,828 39.47%  7,753 12.33%  30,321 48.20% 

2015 4,295 8.72%  9,300 18.88%  35,671 72.4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Brandt 等（2013）指出，中国的投入要素市场存在着扭曲，这一扭曲将会影响生产要

素的有效配置进而导致生产效率的整体损失（Heish 和 Klenow，2009）。盖庆恩等（2015）

使用 1998 年-2007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指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的改善可以

通过影响在位企业资源配置和企业进入退出两种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对工资减价

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进行分解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分析图 3 所揭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这一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的原因及其

与企业动态之间的关联，本文采用Melitz和 Polance（2015）的分解框架对工资减价的变化

进行分析。这一方法在探究生产率、质量和产品价格等变量的分解中应用广泛。21 

首先，根据Melitz和 Polance（2015），我们定义一个加总劳动力市场势力，即企业工

资减价水平的产出加权平均： 

Ψ* =`𝑠&*𝜓&*
&

(12) 

𝑠&*表示企业𝑖在时期𝑡的份额，本文使用企业的产出份额进行衡量且∑ 𝑠&* ≡ 1& 。本文所关

心的变量是加总劳动力市场势力随时间的变化，即ΔΨ = Ψ0 −Ψ1。根据 Melitz 和 Polance

（2015），我们进一步将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分成四个部分：在位企业市场势力的变化

（Δψ2ffff）、在位企业间市场份额的变化（Δ𝑐𝑜𝑣3）、新进入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

（𝑆40(Ψ40 −Ψ30)）和退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𝑆51(Ψ31 −Ψ51)），如式（1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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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ΔΨ = (Ψ20 −Ψ21) + S60(Ψ60 −Ψ20) + S71(Ψ21 −Ψ71) 

									= Δψ2ffff + Δ𝑐𝑜𝑣3 + 𝑆40(Ψ40 −Ψ30) + 𝑆51(Ψ31 −Ψ51) (13) 

 其 中 ， Δψ2ffff = ψ20fffff − ψ21fffff ， ψ28fffff = 1
'#"
∑ 𝜓&*
'#"
&91 ， Δ𝑐𝑜𝑣3 = 𝑐𝑜𝑣30 − 𝑐𝑜𝑣31 ， 𝑐𝑜𝑣3* =

∑ (𝑠&* − 𝑠*l)(𝜓&* −𝜓*fff)&∈3 ，𝑆;* = ∑ 𝑠&*&∈;* ，Ψ;* = ∑ m <$"
3%"
n𝜓&*&∈;* 。𝐺表示不同的组别，即在位

企业（S）、新进入企业（E）和退出企业（X）。𝜓表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对数。 

表 4 列出了对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变化的分解结果。22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在 2009 年

-2015年间逐年下降，降低幅度先升高后收窄。整体而言，企业自身劳动力市场势力的下降

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的主要来源，贡献为 101.44%；新进入企业的劳动力

市场势力较高，贡献为-12.10%；退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高，贡献为 10.65%。附录六

展示了对企业动态和制造业企业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动态分解的稳健性检验。23 

表 4  制造业企业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动态分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在位企业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年份 总变化 水平值 份额  水平值 份额  水平值 份额 

2009 -0.0426 -0.0602 141.48%  0.0158 -37.01%  0.0019 -4.47% 

2010 -0.0895 -0.0852 95.17%  -0.0024 2.67%  -0.0019 2.16% 

2011 -0.112 -0.1113 99.36%  0.005 -4.43%  -0.0057 5.08% 

2012 -0.1464 -0.1402 95.75%  -0.0001 0.07%  -0.0061 4.19% 

2013 -0.1081 -0.1113 102.95%  0.0039 -3.64%  -0.0007 0.69% 

2014 -0.074 -0.075 101.38%  0.0065 -8.78%  -0.0055 7.40% 

2015 -0.0278 -0.0206 74.02%  0.0093 -33.55%  -0.0166 59.52% 

均值 -0.0858 -0.0863 101.44%  0.0054 -12.10%  -0.0049 10.6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其中，对在位企业和新进入企业而

言，份额为正表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下降或相对更低。相反，份额为负数的，企业的劳

动力市场势力在上升或相对更高；对退出企业而言，份额为正表明企业的市场势力在上升或者更

高。相反，份额为负数的，表明企业的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下降或相对更低。 

（四）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性质 

本节将工资减价作为因变量，企业的主要特征为自变量，对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

业特征进行回归分析。其中，企业的产出规模用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的对数衡量，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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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是用企业就业规模占其所在的省份-CIC2 位码行业所定义的局部劳动力市场的份额进

行衡量。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用企业的资本存量与企业的雇员数量的比值的对数来衡量。生产

率用使用 Gandhi 等（2020）估计生产函数得到的生产率的对数来衡量。企业的上游度为

根据 Antras 等（2012）估计的行业的上游度，即行业到最终需求的距离，用于近似地衡量

企业在生产链条上的位置。企业的研发密度用企业开发新技术、产品和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利润率为企业的当期营业利润对营业收入的比值。

企业的负债率为企业的年末负债和企业年末资产的比值。表 5汇报了回归使用的关键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其中，工资减价的均值为 2.29，远高于 1，表明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

显著的市场势力。平均而言，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中，只有 44%分配给劳动者。24 

表 5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误 

工资减价 1,040,796 2.29 0.33 1.85 11.64 1.59 

产出规模 1,040,796 10.11 4.73 10.16 15.35 1.50 

劳动力市场份额 1,040,796 1.61% 0.001% 0.24% 100% 0.06 

资本密集度 1,040,796 2.01 0.54 1.97 5.26 0.39 

生产率 984,380 1.03 -2.07 1.08 3.27 0.59 

上游度 997,961 3.24 1.17 3.34 5.62 1.06 

研发密度 796,006 0.33% 0% 0% 22.89% 0.01 

利润率 972,316 0.44% -41.68% 0.80% 31.84% 8.45 

负债率 990,916 62.77% 0% 65.04% 180.61% 0.28 

注：产出和资本的单位为千元人民币，劳动力的数量的单位为人数。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表 6 第 1 列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

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业的产出规模、资本密集度呈现出正相关，与企业的生产率

呈现负相关。企业的产出规模越大，企业的垄断地位更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也将更大。

这与劳动力市场集中程度和工资或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的文献是一致的（Hershbein等，2018；

Jarosch等，2019）。 

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的资本

深化程度更高，其边际劳动产出将会有显著提升，但工资的变化则可能存在滞后，导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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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势力提升。此外，资本密集型企业往往处于需要大量投资的行业，行业的固定成本较

高，进入门槛较高。资本密集型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对手相对较少（叶林祥，2011）。由于同

类型企业较少，劳动者在寻找和更换工作时面临更少的外部选择和更大的摩擦，因此企业有

更强的市场势力（Kusaka等, 2022）。 

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则更有可能有较低的市场势力。这可能是因为，高生产率企业的劳动

力组成可能更偏向高技能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外部选择较多、议价能力更强且数量较少，

高生产率企业需要支付高工资来竞争高技能劳动力，因此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就相对较小。

企业的劳动力市场份额则和劳动力市场势力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此外，第 1列的结果还指出，在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更可能有较低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一

方面，这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和基于垄断租金共享而支付高工资的文献是一致的（邓伟和叶

林祥，2012；叶林祥等，2011；靳来群等，2015）。另一方面，上游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

这部分企业由于“稳就业”的政策性负担和在土地、资本、信贷等投入要素市场上的优势地

位，其通过控制劳动力成本实现盈利的激励较为有限，最终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

力相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低。 

在第 2列回归中，我们进一步探究了劳动力市场势力和企业的研发密度、利润率和负债

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发密度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呈负相关，这可能依然是劳动

力的技能类型所致。利润率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呈现正相关，这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行使

劳动力势力，使得更多的利润留在企业而非分配给劳动者。最后，负债率与企业的劳动力市

场势力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区块化特征，企业和劳动者在职业-行业-地域所定义的局部劳动

力市场产生关联和互动。因此，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或区域型产业政策可能会影响企业在劳

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在第 3列回归中，我们控制了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来剔除这些政策的影响。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业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中国的结构性变化，城乡、区域间以及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同时，

由于劳工保护的相对薄弱，企业与工人之间的议价能力不平衡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挑

战。为缓解劳动争议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会在促进劳资关系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和中国全国总工会的领导组织下，如图 9所示，样本期间内，工会的数量

和工会成员数量均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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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样本期间内工会的发展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探究工会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在第 4列回归中我们进一步加入了企业的工

会经费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第 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的工会经费支出越高，企业的劳动

力市场势力越低，表明工会可以限制企业的垄断行为，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需要强调的

是，表 6的结果探究地更多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表 6  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业其他特征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𝑀𝑎𝑟𝑘𝑑𝑜𝑤𝑛$%&  (1) (2) (3)  

产出规模 0.060*** 0.034*** 0.059*** 0.060*** 

 
(0.004) (0.005) (0.005) (0.007) 

资本密集度 1.113*** 1.172*** 1.178*** 1.063*** 

 (0.014) (0.018) (0.018) (0.023) 

生产率 -0.240*** -0.253*** -0.285*** -0.304*** 

 (0.005) (0.006) (0.006) (0.008) 

劳动力市场份额 0.034 0.060 0.045 0.078 

 (0.035) (0.045) (0.045) (0.054) 

上游度 -0.111*** -0.109*** -0.007 -0.010* 

 
(0.003) (0.003) (0.005) (0.006) 

研发密度  -1.091*** -1.027*** -1.249*** 

 
 (0.154) (0.156) (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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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  0.052* 0.060** 0.095** 

 
 (0.030) (0.029) (0.038) 

负债率  0.011 0.001 -0.007 

 
 (0.013) (0.013) (0.016) 

工会经费支出    -0.008** 

    (0.004)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751,522 498,540 498,332 350,995 

调整的𝑅' 0.638 0.642 0.657 0.659 

注：括号中为聚类在企业层面的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

显著。产出规模和生产率均为对数值，行业指CIC2位码行业。 

根据工资减价的定义有，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大，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Brooks

等（2021）使用 1998 年-2007 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

势力越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本文进一步通过税收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企业的劳动

收入份额和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用企业支付给员工的

薪酬和福利费等的总和与企业的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结果如附表 7所示，企业在劳动力市

场的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表 7  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 

  (1) (2) (3) 

因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 

𝑀𝑎𝑟𝑘𝑑𝑜𝑤𝑛$%& -0.028*** -0.030*** -0.030*** 

 
(0.001) (0.001)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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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标准误聚类层面 企业 企业 省份-行业 

观测值 559,390 559,182 559,182 

调整的𝑅' 0.075 0.092 0.092 

注：括号中为聚类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行业指 CIC2

位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资本存量（对数）、是否为国有企业、研发密度、负债率和利润率。 

 

五、 与剩余价值理论的联系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一种结合生产关系解释分配关系的学说（王振中和裴小革，

2002）。尽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但它对于理解当代经济现象仍具有重

要价值，甚至在某些问题的解释上更具洞察力。本节将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对劳动力市

场不完全竞争和企业对劳动力进行买方垄断的现象进行解释分析，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劳

资关系的深刻内涵及其深刻影响。 

为了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剩余价值理

论的基本原理和关键概念进行介绍。理解剩余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是理解价值，价值又区分为

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和理解又建立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之上。劳动的

二重性是指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其中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依附于商品即使用价值之中，但价值并不等同于

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背后所反映的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动。来源于劳动者抽象

劳动的价值，一部分用于满足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即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剩下的超过

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这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理论视角下的劳资关系，聚焦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配，

即劳动者能否获得与其对生产贡献相适应的利益。劳资关系是阶级力量对比和分配关系的集

中体现。资本的增值目的决定了资方会想尽办法使得工人持续地、最大化地提供剩余价值，

由此引发了劳资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一） 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方通过支付劳动价值以下的工资来雇佣劳动者，利用劳动者所创

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和实现资本增值。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是指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

争且资方相比劳方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使得资方即企业有设定工资和决定就业规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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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劳动者则处于弱势地位。这两种理论都共同涉及到劳动力市场中的劳资权力关系和权力

动态。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来建立两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在

买方垄断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三种工资水平，分别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需

求的工资水平（𝑤）、劳动者实际获取的工资水平（𝑤）、劳动者的边际劳动产值所对应的工

资水平（𝑤）。其中，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需求的工资水平可以对应于必要劳动的价值，劳

动者的边际劳动产值所对应的工资水平可以对应于劳动的全部价值，劳动者实际获取的工资

水平即劳动力的价格。 

一般而言，劳动者实际获取的工资水平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需求的工资水平和劳动者

的边际劳动产值所对应的工资水平之间，即𝑤 < 𝑤 < 𝑤。𝑤在区间[𝑤,𝑤]内的具体位置就反

映了剩余价值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配。资方总是倾向于将工资水平和就业规模压低来实现

资本的增值和利润的获取，即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价格偏离其价值。 

劳动者报酬与劳动者对生产贡献的偏离程度 ≡
𝑀𝑅𝑃𝐿 − 𝑤

𝑤 =
𝑤 −𝑤
𝑤

(14) 

本文所估计到工资减价为 2.29，表明边际劳动产值与劳动者获得的工资的比值为 2.29，

即可以推算出偏离程度为为 1.29。工资减价或偏离程度的值越高，表明企业攫取了更多的

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工资减价、劳动力市场势力等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规范经济学中的再表述，其本质仍是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 

总之，两种理论都反映了劳资关系的权力动态。如果在劳资关系中资本占统治地位即企

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则工人的工资低于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出现产能过剩和有效消

费需求不足。如果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占统治地位即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更强，则会出

现工资侵蚀利润影响资本增值和扩大社会再生产。因此，剩余价值在劳资之间的分配应当求

得扩大投资规模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平衡。 

剩余价值理论与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理论也存在着区别。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是植根

于当代规范经济学的概念，更强调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着重于描述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竞

争情况。剩余价值理论则更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机制，分析了剩余

价值的榨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方面，并将之视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调

和的内在矛盾，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二） 剩余价值理论的启示 

剩余价值理论对我们分析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启示。一方面，应当提高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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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资性收入和加大对五险一金的投入，同时适当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充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增加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时拓宽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打破劳动者缺乏生产资料的窘境，从而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应当引导资本健

康发展，限制企业不合理攫取生产率红利的行为。最终实现劳资双方在剩余价值上从零和博

弈转向正和博弈，劳动者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使得企业可以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

未来的工资水平。企业则留存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劳动者以刺激消费和劳动者主观劳动意愿，

从而使生产和消费需求相适应，提振消费需求和缓解产能过剩，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六、 结论和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其中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分配作为初次分配的核

心，是影响收入分配最终格局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企

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其议价能力相比劳动者更强，从而可以降低工资，使得企

业和劳动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天平更多地向企业倾斜。本文从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出发，

探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性质及其变化，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

理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通过将Gandhi 等（2020）和 Brooks 等（2021）的方法相结合，本文利用 2007年-2016

年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准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势力，有以下主

要发现：首先，制造业企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其议价能力相比劳动者更强，

劳动者仅获取自身创造价值的 44%。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越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越

低。其次，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关系和劳动收入份额的

变化在时间趋势上是一致的。2007年-2016年期间，中国总体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水平及

其异质性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更加趋于平衡，劳动力市场资

源配置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市场势力的变化进行的动态分解表明，在位企

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是企业整体劳动力市场势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新进入企业的劳动

力市场势力较高、退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较高，分别减缓和促进了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

下降的进程。再次，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在行业、地区、所有制和贸易状态上都存在明显

的异质性。最后，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与企业的产出规模、资本密集度、利润率存在正相

关关系，和企业的上游度、研发密度、生产率、工会经费支出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本文上述研究表明，制造业企业和其雇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强弱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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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劳动力只能获得其创造价

值的 44%。从微观角度而言，这会影响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会影响劳动者劳动的

积极性和自主性。从宏观角度而言，这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并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因此，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平衡劳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政策

实践应当对此做出反应。为限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增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更好的保

障劳动者的权益，本文拟从企业、劳动者、市场制度环境三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规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1）加强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行为的规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

的优胜劣汰和并购重组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涌现出来，这些企业在产出和投入市场上都具

有较强的垄断力量。企业往往会签订“互不挖工协议”（no-poaching agreement）25和设定竞

业禁止（no competes）限制劳动者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同时企业之间可能会形成串

谋，签订“固定工资协议”（wage-fixing agreements），降低劳动者的工资。26对此，本文的

建议是，对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进行培训，明确劳动力市场的反竞争行为类型；限制

竞业禁止合同的使用，如禁止对一定收入以下的工人使用，增强对企业需向受竞业禁止条款

约束的员工进行补偿的监督。（2）对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时考虑并购对劳动力

市场竞争性的影响：中国的反垄断实践起步较晚，且在立法和实践中更多关注和限制的是

企业在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力量，而忽视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因

此，应当结合其它国家劳动力市场反垄断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对中国的《反垄断法》

进行相应的完善。27（3）加强对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规定》等法律法

规和损害劳动者权益企业的惩罚力度：严格落实现有劳动法关于每周工作时间的规定，督

促监督企业落实加班工资支付、休息休假等待遇保障。对企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劳动保障

监察。 

2. 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1）明确工会职能，充分发挥工会作用：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的工会经费支出与企业

的劳动力市场势力之间负相关，工会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限制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因此，

应当加强对工会的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会定位、职能，提升工会在财务上相对于企业的独立

性，支持工会组织劳动者集体谈判，共同商定工资、工作条件等。（2）提升劳动者的人力

资本水平：政府应当提供完善、多元、通用的职业培训，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增

加其选择不同工作的能力，拓宽劳动者的外部选择集（outside option），从而增强其在劳动

力市场的议价能力。28（3）增强劳动者的法律和权益知识，鼓励和帮助劳动者积极运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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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武器维护自身劳动权益：对劳动者进行普法教育，明确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竞争行

为类型和企业违反劳动权益保障法的行为类型，对于揭露企业违法行为的劳动者给予一定的

奖励，鼓励劳动者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同时保护举报企业劳动力市场垄断行为的员工。政府

可以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帮助劳动者解决与工作相关的法律问题。 

3. 提高要素市场的竞争性 

（1）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等资格证跨企业和跨地区互通互认；在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上对

非户籍人口公平对待。同时提高保障房、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水平，稳步、

渐进降低申请条件，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29（2）增强竞争中性，确保不同所有制企

业在要素市场上有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推进其它要素市场的竞争性的提高，通过市场之

间的协调联动来带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的提高：正如本文研究指出，民营企业相比国有

企业和外资企业有更强的劳动力市场势力，部分原因可能是民营企业在土地、资本（信贷）、

能源等投入市场上具有劣势地位，因此有更强的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实现盈利的激励。因此，

应当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对待，一视同

仁。此外，应该从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消除国有企业的政

策性负担，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同时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要素

市场化水平，使得工资更好发挥指导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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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情况 

附表 1. 2008年-2013年工企估计总产出生产函数相关变量缺失情况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总产值   缺失    

就业       

中间投入 缺失 缺失 缺失 缺失 缺失 缺失 

资本 缺失 缺失 缺失    

 

（二） 测度部分文献的假设兼容性说明 

附表 2.测度部分文献关于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的假设 

类型 文章 市场结构 生产函数形式 

生产函数估计 

Gandhi等（2020）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的产出市场 

完全竞争的中间投入市场 

希克斯中性的生产率 

总产出生产函数 

非参数形式 

Ackerberg等（2015）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的产出市场 

完全竞争的中间投入市场 

希克斯中性的生产率 

附加值生产函数 

CD 型生产函数 

Translog 型生产函数函数 

Markdown/ 

Markup 估计 

Brooks等（2021） 

垄断竞争的产出市场 

完全竞争的中间投入市场 

买方垄断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希克斯中性的生产率 

总产出生产函数 

CD 型生产函数 

Translog 型生产函数 

De Loecker和Warzynski

（2012） 

垄断竞争的产出市场 

完全竞争的投入要素市场 

希克斯中性的生产率 

总产出/附加值生产函数 

CD 型生产函数 

Translog 型生产函数 

 

如附表 2所示，我们对本文在估计工资减价时所涉及到的文献，从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

形式两方面进行了总结。这四篇文献可以分为两类，Gandhi等（2020）和 Ackerberg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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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生产函数估计的范畴，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以及 Brooks等（2021）则

属于在通过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投入产出弹性的基础上，对垄断加成和工资减价进行测算。

将Gandhi等（2020）和 Brooks 等（2021）结合起来对企业的生产函数、垄断加成和工资

减价进行估计，是目前最为准确和前沿的估计方法之一，同时满足本文对于市场结构和生产

函数的基本要求，即：垄断竞争的产出市场、买方垄断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中间

投入市场和总产出生产函数。 

具体而言，Gandhi 等（2020）是对总产出生产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该方法对

Cobb-Douglas（CD）形式、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形式和 Translog形

式的生产函数都适应良好。Brooks等（2021）是对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放

松或延伸，后者假设投入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Brooks 等（2021）放宽了这一假设，即

允许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市场势力，但中间投入市场依然为完全竞争市场。综合而言，

Gandhi等（2020）和 Brooks等（2021）在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的形式上是兼容的。 

（三） 企业实际资本存量的估计 

在生产函数估计中，我们需要使用资本变量，需要将资本的账面价值转化为跨年跨企业

可比的实际资本存量，即对固定资产的名义值去通胀处理。但无论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还

是本文所使用的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数据中都只有固定资产的购买原（价）值的累计值。 

对于面板数据中每个企业第一期之后的样本，我们可以将本期的固定资产原值累计值减

去上一期的固定资产原值累计值得到当期购买的固定资产名义值，然后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进行平减消去通胀的影响。对于企业在面板数据中首次出现的样本，我们根据 Brandt

等（2012）的思路进行推算。这一方法在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

研究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Yu，2015；Brandt 等，2017；Liu 和 Mao，2019）（目前

Google Scholar引用量为 2489）。由于这一方法的估计原理较为复杂但已被文献广泛接受和

使用，篇幅所限，本文仅在此做简单的介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省份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省份行业层

面的名义资本存量增长率。在此过程中，我们考虑了 2011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调整，对

调整前后的行业代码进行了统一。接着我们计算出企业成立年份时的资本存量，然后根据永

续盘存法计算企业成立之后到在样本中首次出现时的名义资本存量和真实资本存量。对于每

个企业第一期之后的样本，我们可以通过数据中的固定资产原值做差推算之后的名义资本存

量和真实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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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间投入市场完全竞争假设的基础 

如附图 1所示，在样本期间内，中间品进口占据我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高居 60%以上。

相比之下，资本市场的自由流动则存在更大的管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间投入市场的竞争

性也强于资本市场。 

 

附图 1.消费品、资本品、中间品占总进口的比重（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此外，我们可以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进口中间投入的价格是否有差异。首先我们根据

匹配海关数据库和企业数据库的一般方法（Yu, 2015），我们使用企业名称、电话、行政区

划代码和邮编匹配了 2007年-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其次，

我们通过广义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4, BEC 4）和 2007版以及 2012版

的 HS 6 位码的匹配表识别企业进口中的中间投入品。由于海关数据中提供了进口的金额、

数量以及产品的单位，我们可以计算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进口中间投入的单位价格从而进行附

表 3所示的回归。 

结果显示，在给定以同一数量/重量单位计数/计重的同一产品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

中间投入品的单位价格价格没有显著差异。在进一步控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行业和地

区的固定效应时，结论依然成立。因此，附表 3的结果可以初步说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进

口中间投入的价格上没有显著差异。当然，基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在

国内的中间投入的单位价格上是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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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中间投入的贸易单位价格差异分析 

  (1) (2) (3) 

因变量 贸易单位价格 贸易单位价格 贸易单位价格 

外资企业虚拟变量 0.421 1.745 1.939 

 
(0.806) (1.804) (2.001)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13.911 12.227 13.258 

 
(8.499) (10.064) (11.949) 

全要素生产率 
  

-0.182 

   
(0.287) 

产品单位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观测值 306,737 306,521 281,732 

调整的𝑅' 0.012 0.011 0.012 

注：括号中为聚类在产品（HS6）层面的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

平上显著。行业为CIC4位码层面，地区为区县层面。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和国有企业虚拟变量都

为零的企业是民营企业。 

在这支基于生产函数（Production Approach）估计来测算企业市场势力的文献中，需

要假设至少存在一种灵活投入，这种投入是静态选择的，没有调整成本，企业是价格接收者。

（Syverson, 2019; De Loecker和Wsrzynski, 2012; Kusaka, 2023；Yeh等，2023；Rubens， 

2023）。由于国有企业及其行政性垄断和金融抑制具有鲜明的资本价格偏低的特征，使得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市场势力有较大差异。资本在文献中一般被认为是前定的、

动态的、有调整成本和存货的要素，因此将资本视为这一灵活要素是不合理的。其他可选要

素包括能源（Kim, 2017）。但也有研究指出能源市场也并非完全竞争市场（Davis等，2013）。

但税收调查数据中的能源数据相对较差，存在较多的数据缺失。同时，Yeh等（2023）指出，

中间投入的测量误差相对能源较小。 

综上，假设中间投入是这一灵活投入，企业在中间投入市场上是价格接收者是更合适的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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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国有企业办社会现象在样本期间内依然存在 

首先，我们在北大法宝（www.pkulaw.com）上检索了与国有企业办社会相关的政策性

文件，结果如附表 4所示。尽管国家在很早就开展了“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政策改革，

但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甚至之后，仍有相关政策性文件陆续出台，这些文件强调剥离国有企

业办社会职能这一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因此，这些文件可以反映出，在样本期间，国有企业

办社会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附表 4.关于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政策性文件摘录 

政策文件名称 时间 相关内容摘录 

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劳动部、财政

部、卫生部印发《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

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的

通知 

1995年 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承担了过多的办社会职能。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要逐步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分离企业办社会的

职能，分流富余人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

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4年 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举措，近年来，企业

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任务仍相当艰

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

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5年 进一步推进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切实减轻企业办社会

负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指导意见 

2015年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

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

通知 

2016年 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 

但目前全国范围内仍然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离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厂办大集体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较

为突出，人员管理、运营费用负担沉重，已经严重制约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 2017年 按照中央关于 2020年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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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做好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的通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部署，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 

注：作者根据北大法宝检索整理 

其次，2016年的税收调查数据汇报了企业的外购生活服务支出，该指标“包括文化体育

服务、教育医疗服务、旅游娱乐服务、餐饮住宿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其它生活服务”。我

们近似的用其来衡量企业在“办社会职能”上的支出，结果如附图 2所示。国有企业的外购生

活服务费显著高于民营企业。根据前述对政策文件的总结，我们有理由推断企业办社会职能

在逐年削减。因此，2016年的国有企业外购生活服务费支出应该是样本期间内的一个下限。

故附图 1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有企业的办社会职能依然在样本期间内显著存在。 

 

附图 2.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平均外购生活服务费支出 

（六） 企业动态和工资减价动态分解的稳健性说明 

由于税收调查数据并非对企业的追踪调查，而是对重点企业的追踪调查和对其他企业的

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组合而来（Brandt 等，2023）。重点企业即重点调查企业，根据 Brandt

等（2023）的说明，这部分企业指享受特殊税收政策（special tax treatment）的企业，是追

踪样本。这部分企业包括主要的纳税企业、享受海关特殊规定的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享受增

值税（Value-added Tax, VAT）减免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出口企业、主营

业务需要缴纳增值税的上市公司等。附录表 5汇报了样本期间制造业部门和非制造业部门的

重点企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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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税收调查数据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重点企业比例 

年份 行业 重点企业比例 

2008 制造业 90.75% 

 非制造业 84.65% 

2009 制造业 90.13% 

 非制造业 85.07% 

2010 制造业 91.30% 

 非制造业 87.59% 

2011 制造业 91.12% 

 非制造业 85.38% 

2016 制造业 26.38% 

 非制造业 34.4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2007 年、2012 年-2015 年由于相关指标

缺失无法计算。 

在 2008年-2011年间，制造业部门的重点企业的比例都高于非制造业，且比例均在 90%

以上，数据基本具备追踪面板性质。在 2016年，无论是制造业部门还是非制造业部门，数

据的面板追踪性下降。Brandt 等（2023）指出，在 2013年至 2014年间，税收调查数据的

抽样方式发生了变化，重点企业的比重下降。这可能是本文初始投稿版本在 2013年及之后

退出企业大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即这部分企业并非退出市场，而更多的是由于抽样规则发

生变化退出样本。但由于同时期没有其它同等质量和规模的企业调查数据，本文只能使用税

收调查数据进行分解分析。 

Brandt 等（2014）指出，可以通过企业的成立年份来识别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数据的抽样规则发生变化对分析企业动态和对关心的变量的动态分解的影响。当

考虑企业的成立年份后进行动态分解时，相应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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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样本期间的制造业企业动态情况 

年份 在位企业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指标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2008 24698 25.83%  48391 50.62%  22517 23.55% 

2009 40584 30.74%  55730 42.21%  35729 27.06% 

2010 49322 34.36%  54775 38.15%  39466 27.49% 

2011 54954 39.32%  37734 27%  47065 33.68% 

2012 51706 49.82%  23610 22.75%  28473 27.43% 

2013 33575 31.26%  19035 17.72%  54809 51.02% 

2014 20504 26.63%  19308 25.07%  37192 48.3% 

2015 3483 3.85%  32297 35.74%  54588 60.4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根据 Brandt 等（2014），我们使用

企业的成立年份来辅助识别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以减轻由于抽样带来的影响。 

附表 7  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动态分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在位企业  新进入企业  退出企业 

年份 总变化 水平值 份额  水平值 份额  水平值 份额 

2009 -0.0426 -0.061 143.18%  0.0165 -38.85%  0.0018 -4.33% 

2010 -0.0923 -0.0869 94.11%  -0.0032 3.5%  -0.0022 2.38% 

2011 -0.109 -0.11 100.94%  0.0064 -5.92%  -0.0054 4.97% 

2012 -0.1426 -0.1374 96.3%  0.0003 -0.21%  -0.0056 3.9% 

2013 -0.1047 -0.1103 105.28%  0.0046 -4.41%  0.0009 -0.87% 

2014 -0.069 -0.075 108.62%  0.0076 -11.02%  -0.0017 2.4% 

2015 -0.0252 -0.018 71.3%  0.007 -27.72%  -0.0142 56.42% 

均值 -0.0836 -0.0855 102.82%  0.0056 -12.09%  -0.0038 9.2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根据 Brandt 等（2014），我们使用

企业的成立年份来辅助识别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以减轻由于抽样带来的影响。 

尽管附录表 6 和表 7 相比正文表 3 和表 4 在定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在变化的定性趋

势上没有差别。这可以说明抽样发生变化对本文的影响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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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2020 年 3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特别的，意见强调“市场体系

是由商品及服务市场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构成的有机整体。哪一

类市场发展滞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市场发挥功能，从而影响市场体系的整体效率和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② 中文文献的另一常用说法为“议价能力”。 
③ 值得注意的是，盛斌和郝碧榕（2021）使用的是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来衡量市场

集中程度，文献中更常采用的是用产品市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对此进行衡量。当使用 HHI指数估计劳动力市场的集中程度时，首先需要从地
域、职业、行业等角度严谨地定义局部劳动力市场（Local Labor Market），对数据和方法的
要求都比较高。目前尚无文献就此进行严谨的探究。 

④ 在 2011年前，规模以上企业指年度总销售额在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在 2011
年之后，规模以上企业指年度总销售额在 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⑤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识别企业名称中的关键词来识别贸易中介、批发零售型企业和货
运代理企业。其中，名称中包含“贸易、进出口、经贸、工贸、外经、外贸、科贸、技贸、
集贸、边贸、进口、出口”的企业为贸易中介企业，名称中包含“批发、销售、供销”的识别
为批发零售型企业，名称中包含“物流、代理、货运”的识别为货运代理企业。 

⑥ Rubens（2023）指出，烟草行业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卷烟生产商对烟农有投入要
素市场势力，其可以降低烟叶的收购价格。由于本文估计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势力

假设企业在投入市场上没有市场势力，同时由于烟草行业样本观测值有限，因此本文删除了

烟草行业。 
⑦ 本文使用 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变

化及其性质的分析保持稳健。 
⑧ 一方面，除 Rubens（2023）揭示出中国企业在烟草行业的中间投入市场上有市场势

力，没有其他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中间投入市场上拥有系统的显著的市场势力。

本文在所有分析中均剔除了烟草行业。另一方面，前述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研究也表明，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现象更多地表现在矿业、公用事业、信息传输业和金融业等，在处于生

产链中游的制造业内则相对较弱。最后，国有企业及其行政性垄断和金融抑制具有鲜明的资

本价格偏低的特征，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市场势力有较大差异。综合以上

特征事实，假设企业在中间投入市场上没有市场势力比假设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没有市场势力

更为合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适用性也更强。 
⑨ 由于工资减价的衡量并非本文原创性贡献，因此本文对此仅做了简略的介绍，并对模

型进行了简化，关于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减价的完整模型，请参阅Brooks 等（2021）。 
⑩ Gandhi 等（2020）指出，一方面企业层面的投入和产出价格信息的可得性较差。另

一方面，即使价格信息可得，由于价格的变化不够，实证估计中对于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弹

性的识别也表现较差。 
11 这些制造业行业的行业投入产出弹性是该行业所有企业投入产出弹性的简单算术平

均。 
12 Li和 Lv（2021）指出，由于增加值并不是会计报表中必须披露的指标，税收调查数

据中的企业增加值存在着很多缺失和异常值，因此本文不使用企业增加值作为加权的权重。

使用企业的雇员数量对使用 Gandhi 等（2020）和 Ackerberg 等（2015）方法估计得到的企
业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进行加权计算的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趋势是一致的。篇幅所限，

结果备索。 
13 Ackerberg等（2015）采用的是附加值生产函数进行估计，而工资减价的估计则需要

总产出生产函数。Gandhi等（2017）指出，理论上总产出生产函数和附加值生产函数并不
能简单的相互转换。Orr等（2018）使用中国的数据同时进行了总产出生产函数设定下和附
加值生产函数设定下的生产率的估计，发现二者在投入产出弹性、规模报酬系数和生产率离

散程度上都有较大差异。Gandhi等（2020）则通过理论模型进一步说明，当投入和产出的
价格不随时间发生变化时，Ackerberg等（2015）无法识别总产出生产函数下中间投入的投
入产出弹性系数。Gandhi 等（2020）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的方法证明出，尽管从理论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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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随时变的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信息结合 Ackerberg等（2015）方法来识别中间投入的
系数，但这一方法在实证中表现很差。从实证的角度讲，使用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作为识别的

条件面临三方面的缺陷：①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数据的可得性本身就较差。②只有当价格的变

动幅度足够大时才能够获得对该系数的准确估计，因此需要不同企业面临的投入和产出的价

格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会进一步引起价格偏差，使得基于金额进行生产函数估计（TFPR，
Revenue-bas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这一方法本身的可行性降低。③这一方法要求有
长面板数据，这在实证数据中并不总是可得的。关于Gandhi等（2020）方法相比 Ackerberg
等（2015）以外的其他估计方法的优势请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14 为更全面地分析中国总体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我
们使用 1998-2007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水平进行了同样的估
计后分析了其变化趋势。1998年到 2003年间，劳动力市场势力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这可能
和国有企业改制有关（盛丹和陆毅, 2017）。2003年到 2004年，中国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
出现下降，这与东南沿海出现“用工荒”在时间上是一致的。2004年到 2007年劳动力市场势
力的水平略微增长。由于税收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调查方法、调查对象上都存

在显著的差异，本文不能将两个数据合并进行分析。结合本文第三节提到的税收调查数据相

比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优势，本文以税收调查数据作为本文分析的基准数据。 
15 图 6 并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由西藏自治区企业样本数量太少，我们在

图 6中予以剔除。 
16 在样本期间内，国有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仍然显著存在。理由包括：（1）剥离国有企

业办社会职能改革仍在进行之中。（2）国有企业的外购生活服务支出高于民营企业。 
17 “国企上游垄断”和“下游市场竞争”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刘瑞明和石磊，

2011；王永进和刘灿雷，2016；陆正飞等，2012；邓伟和叶林祥，2012）等。由于相关的
重要文献浩如烟海，本文重点关注这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非对称竞争”对劳工收入的影响。

对文献的相关综述具体为：（1）垄断性行业中并不全是国有企业，也存在大量的非国有企业。
竞争性行业中也并非只有非国有企业，也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叶林祥等，2011）。（2）国
有企业主要在能源、公用事业、服务业等行业具有上游垄断地位，如电力、电信、煤炭、石

油、金融、资本、烟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温军等，2022；黄昕和平新乔，2020；刘
长庚和张松彪，2015）。（3）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上游行业，且其上游度在 2003 年后呈现
上升趋势，上游行业主要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更倾向于发展资本偏向型行业（王永进和刘灿

雷，2016）。国有企业是上游中间品的生产者（邓伟和叶林祥，2012）（4）在工资决定机制
上，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只取决于劳动的边际报酬，而国有企业的工资不仅包括劳动的边际报

酬，还包含一部分垄断利润所带来的租金共享（邓伟和叶林祥，2012；叶林祥等，2011；
靳来群等，2015）。 

18 按照同样的方法，Yeh等（2022）估计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减价平均水平为 1.53，
这意味着劳动者只获得了他们对收入贡献的 65.4%。其他研究包括 Kusaka（2023）对哥伦
比亚的研究（1.175,85.1%），Amodio和 Roux（2022）对哥伦比亚的研究（1.4,71.4%），Pham
（2023）对中国（1998-2007年）的研究（2.14, 46.7%），以及 Hoang等（2022）对越南的
研究（2.2, 45.0%）。Sokolova和 Sorensen（2021）对估计劳动力供给弹性的文献进行了荟
萃分析（Meta- analysis）。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劳动力供给弹性介于 1.21至 4.29之间。
Naidu等（2018）也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研究表明劳动供给弹性在 1到 5之间。相应的，
工资减价水平在 1.23至 1.82之间，或在 1.2至 2之间。 

19 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的加工贸易类型变量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因此，图 8 的左图和
右图的总样本不同，左图和右图只能进行图内比较，不能进行图间比较。 

20 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7年-2016年，2007年为样本第一年，无法识别新进入企业，2016
年为样本的最后一年，无法识别退出企业。因此，表 2汇报的为 2008-2015年的变化情况。 

21 本文所使用的分解方法Melitz和 Polance（2015）归属于生产率分解的文献。这只文
献包括 Olley和 Pakes（1996）、Baily等（1992）、Griliches和 Regev（1995）、Foster等（2001）
和 Baldwin 和 Gu（2006）等。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从在位企业（或存续企业）、新进入企
业和退出企业的角度来探究加权平均企业生产率的变化。Melitz和 Polance（2015）克服了
前述其他方法在生产率变化分解中的跨期干扰问题和基准生产率误设等问题，在文献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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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为广泛的使用。一方面，Melitz和 Polance（2015）在生产率分解文献中得到了大量应
用（周世民等，2014；杨汝岱，2015；王永进和刘灿雷，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
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李艳和杨汝岱，2018；邵朝对等，2018；尹恒等，2023）。另一方
面其也可扩展应用于探究其他变量的加权平均的变化，如产品质量（余淼杰和张睿，2017；
刘晓宁，2021）、产品价格（Khandelwal等，2013）和碳生产率（刘秉镰和孙鹏博，2023）
等。 

22 由于表 3 汇报的是总体市场势力的变化情况，2008 年的差分数据为空。因此，表 3
汇报的为 2009-2015年的变化情况。此外，在位企业间的劳动力市场势力配置效应占总的劳
动力市场势力变化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本文未予汇报。 

23 使用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与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匹配来辅助识别企业退出得到的结果也
是稳健的，篇幅所限结果备索。 

24 本文这里所说的劳动收入份额，并非常见的劳动收入占企业总销售的份额或者劳动
收入占GDP的份额，而是劳动者的回报（Wage）占劳动者对于生产的边际贡献（MRPL）

的份额。即
=

(>?!
= 1

#@A,BC='
= 1

0.0E
× 100% = 44%。文献所定义的劳动收入份额一般为劳动

报酬总额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即劳动收入份额 = %
F
× 100% = =!

F
× 100。其

中，W为劳动者报酬总额，它等于人均工资 w与劳动力总数 L的乘积，Y表示国民收入或
国民生产总值。劳动者的报酬占其对生产贡献的比例与宏观的劳动收入份额相关但并不完全

一致。当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即表现为劳动者只能获取其对生产贡献的一部分时，工

资向下偏离边际劳动产值。同时，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工资被压低，也往往伴随着

就业被压低，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受到工资和就业规模向下的双重压力。这也正是近年来重

要政策文件中强调生产要素要按贡献决定报酬的理论基础，即工资（w）的决定要以边际劳
动产值（MRPL）为依据。但宏观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还取决于企业的分布、雇员的数量、
其它生产要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等其他因素。 

25 凌尧帆等（2021）对企业之间签订“互不挖工协议”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互
不挖工协议是指协议双方或一方以约定或合同的形式承诺过，在约定的期限内，不雇佣协议

方的员工。据媒体披露，拼多多和腾讯就曾签署过此协议。 
26 张素伦（2022）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行为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 
27 文献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增强在局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劳动者的

工资（Marinescu和 Hovenkamp, 2019）。 
28 研究指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特定性越强，其选择其它工作时就会失去这一人力

资本，面临较大的转换成本，从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面临较强的企业劳动力市场势

力（Bachmann等, 2022; Rubens, 2022）。 
29 研究指出，企业对移民相比本地劳动者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一方面，来自贫穷地

区的移民往往由于人力资本较低和缺乏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知识和了解，在劳动力市场上面

临更大的搜寻摩擦。 另一方面，即使是高技能的移民，也面临政策对于工作身份和种类的
限制，劳动力流动性受限，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工作回报（Kim和 Pei, 2022; Naidu等, 2016; 
Gibbons等, 2019）。长期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跨地区流动，人为地将劳动力
市场进行分割，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如医疗、住房、教育、工作机会等与户口挂钩，使得外

来人口可选择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并且在工作薪酬、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吴晓刚和张卓

妮, 2014; 章元和王昊, 2011）。Brzezinska（2021）探究了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制造业企业
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放松对地域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市场

势力，提升了劳动的边际产出和企业在劳动者住房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 


